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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44 年 卡 尔·波 兰 尼 在 其 名 著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思想，此书迅速成为西方知识体系中的经典著作，
先后被翻译成法、德、意、西及日、中等多种语言。而围绕它提出的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

从命令体制到市场体制的世界巨变就成了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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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转变( 1865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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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布尔迪厄、卡拉贝尔等一批西方学者研究论证了精英教育在法、美
等国主要用于政治和财富精英群体社会再生产的现实与机制。通过量化分

析晚清、民国和共和国时期近 150 年来教育精英大规模微观数据，本文发现，
在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变迁中，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和地理来源非常多元，随

着教育传统和考试制度的演变，出现了多次结构性转变，形成了特点迥异的四

个阶段。这些历史特征与西方经验显著不同，不仅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与流

动影响深远，也是理解中西方社会精英构成与历史发展路径差异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精英教育 科举 高考 社会革命 社会转型

一、引 言

精英群体来源结构转变和新兴精英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往往被视为

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如西方学界就将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市场经

济的形成视为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卡

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指出，巨变的内涵恰是新的社会精英群体

(财富精英或资产阶级) 产生，权力精英( 政权 /军权) 单独统治西方的

历史被 打 破，西 方 社 会 从“命 令 体 制”时 代 步 入“市 场 体 制”时 代

(Polanyi，1944 )。① 美 国 新 经 济 史 学 派 代 表 人 物 道 格 拉 斯·诺 斯

(Douglass C． North)进一步指出，私人财产被保护和财富作用凸显促

进了财富精英群体的形成和社会精英结构的改变，这在近代西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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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视为巨变发

生的制度性原因( 诺斯、托马斯，1999:2)。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回

应了传统的“精英理论”，强调社会精英作为“有组织的少数”在社会变

迁和人类演进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莫斯卡，2012;帕累托，2003)。
相较于社会革命，以精英群体构成转变为基础的社会转型往往不

易察觉，但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同样深远。重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秩序

的社会革命和改变新老精英群体构成的社会转型是最为重要的两种社

会变化，但以一种流行的精英理论来看，“一切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的

变化都是精英阶级的变化”( 帕累托，2001:303)，社会革命不仅“并不

是导致现代世界变迁的惟一动力”，很多内在的社会制度、习俗等未必

完全会随着革命的出现而转变( 斯考切波，2007:4);而且与革命强调

暴力手段之下国家政权与阶级结构的迅速转变不同，以“社会精英群

体来源变化”为基础的社会转型，更偏重社会上层的形成方式与社会

来源是否发生了实质与稳定的转变。这种“人”的转变未必显见，但往

往能长期、深入地改变社会整体的运行机制与文化，促成根本性的社会

变化。因此，理解新精英群体及其形成机制对全面认识长期历史演变

和社会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巨变”或“社会转型”概念的提出、近年来对财富精英与社会经济

发展关系研究的进展、教育精英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以及大众对教育

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广泛关注等凸显了“精英群体”和“教育精英”
研究在学术和社会层面的意义。而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 /精英教育在

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以及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发展，今天，教育精英已与

权力精英、财富精英并列成为三大精英群体。随着人类社会从以财富

占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时代转变到以精英教育、高人力资本为

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可能因教育精英群体的崛起而实现从第一

次巨变走向第二次巨变，全球对教育精英群体的关注更为凸显。
与西方教育精英群体新近勃兴不同，中国教育精英群体历久弥新，

其长期历史发展的经验或对探讨政治、财富和教育三种精英系统的关系

及影响具有特殊价值。唐代确立的全国性科举制度和考试文化使中国

获得了逾千年的发展教育精英培养系统和社会流动机制的历史经验。
在科举制“学而优则仕”的规制下，传统中国的教育精英们虽然最终仍要

依附或转变成政治精英才能进入社会上层，但统治精英群体并非只是来

源于权力阶层，减少了阶层固化。西方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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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系统之外产生出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新财富精英群体，此时中国商

人团体虽也有发展，但由于科举体制下商人并不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

一定程度上使得优秀人才流向了教育和政治精英群体，工商界“失去了

较为优秀的成员，使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更加困难”(白吉尔，

1998:25)。即便在 19 世纪的上海，很多大商人往往也需要官衔的保护。
官衔的获得或是通过科举，或是通过捐纳等办法，尽管财富的力量有所

体现，但财富必须转化为政权或教育身份才能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其

角色依然属于“异途”而非“正途”。这些进步“没有促使资产阶级的形

成”(白吉尔，1998:25)。换句话说，中国长期的传统是居庙堂之上的国

家权力体系和民间教育体系相结合的社会(薛刚，2016)，这与近代以来

的西方全然不同。中国自近代起逐步卷入到发端于西方的人类第一次

巨变过程中，东西方历史逐渐由“分流”变为“合流”。这种经验不仅是理

解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关键，也是认识中西方发展道路差别的基础，甚

至还能为我们思考全球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难得的参照和线索。
近 300 年来，教育精英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大为增加，甚至远超全

国人口的增长规模。1700 年左右中国总人口约 1. 5 亿，而当今中国人

口超过 13 亿，增长了 9 倍左右。整个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从

10 万多增长到了 1 亿多，扩大了 1000 倍。在学教育精英也从十数万

增长至上千万，增长超过 100 倍。① 教育精英的大幅增加显然和晚近

以来国家教育制度调整、现代学校设置等关系密切，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国家支持下的各级教育扩展以及 1949 年以后国家推行的初

等教育普及与高等教育扩张。这一系列转变中教育精英来源的变化及

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我们研究关注的重点。
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团队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便开始注意收

集和整理中国教育精英个人层面的系统性历史档案资料，以期能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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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晚清教育改革中曾考虑对高等学堂毕业者授举人功名、大学堂毕业者授进士功名，以此

为依据，可将举人以上功名者视为高等教育获得者。清代每次乡试授予举人功名的人数

在 3000 － 4000 左右，加上恩科等，至 1700 年举人也不过 10 万左右。考虑到清朝 268 年

间共有进士 27000 人左右( 对于进士的准确数字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议，但差异不大) ，平

均每年约 100 人，到 1700 年获举人者也就 6000 人左右，因此即便不考虑进士、举人之间

的重叠，该群体总量估算起来也不到 11 万人。当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10 年第六

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 13. 3 亿多人口中，受过专科教育的有 68610519 人，受过本科教

育的有 45625793 人，受过研究生教育的有 4138585 人，总计 118374897 人( 参见 http: /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pcsj / rkpc /6rp / indexch． htm，2015 年 11 月 3 日访问) 。



准确地掌握中国教育精英群体的长期变迁。历经 30 年的努力和多方

合作，目前已初步掌握近 300 年来中国教育精英社会来源的主要信息

(如家庭背景、地理分布等)，并开展了量化数据库的构建和分析工作

(梁晨等，2015)。这些信息规模庞大、记录系统且较为连续，涵盖了清

代几乎全部进士和官员以及大部分举人、贡生(1644 － 1911 年)，中华

民国时期大部分大学生(1912 － 1949 年)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两

所精英大学的全部大学生(1950 － 2008 年)。①

通过量化分析其中 1865 年以来的数据，②一些初步但可能较为重

要的实证发现呈现出来。概括来说，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中国教育精

英在社会和地理来源等方面出现过多次剧烈的阶段性、结构性转变。
这些转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且与晚清的国家新政、民初的资产阶级

建国、1949 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市场化

经济改革等重大社会革命和转型阶段相互交织。相对于现代西方主流

社会，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更为多样和多变，精英群体的构成异质性较

强。理解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路径，除了显而易见的重大社会革命这条

主线，我们也不应忽视中国精英群体尤其是教育精英来源在这段大历

史中所经历的社会转型。
下文将分别从社会来源和地理来源两个相对独立但关键的角度具

体论证 1865 年至今中国教育精英群体构成的阶段性演变。在此基础

上，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简要探讨这些基于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的新

发现如何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客观考试选拔文化制度与国家统治、发
展及人才社会流动间有机互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诚然，受制于不同

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差异以及现有历史数据的先天缺陷，本文的研

究方 式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更 像 比 较 历 史 社 会 学 (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ociology)，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定量社会学分析，尤其对不同时期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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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三部分数据来源大致如下: 清代信息目前以缙绅录及各种科举材料( 如题名录等) 为主，
几乎涵盖了所有清代进士和官员、部分举人和贡生，同时我们已和厦门大学刘海峰、郑若

玲教授团队合作，利用他们的长期研究，逐步系统构建清代分省举人数据库; 民国信息主

要是全国各档案馆所藏民国大学生学籍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以北京大学、苏州大

学两校大学生学籍卡资料为主。
截取 1865 年以后的数据是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根据何炳棣的研究，1865 年以后，清朝

进士功名获得者一直为中高级科举功名获得者子弟所垄断，科举制之下的社会流动性降

到了最低;其二，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正是洋务运动开展时期，1865 年金陵机器制造局的

创设是其重要标志。洋务运动的开展不仅给中国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生产工具，也

使得中国正式拉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逐步参与到第一次巨变中去。



育精英的定义及定量分析皆有诸多粗略与不足之处，亟待更加完善的

数据积累与细化研究。从晚清至当代，教育精英、社会精英的内涵与实

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相关群体能否量化比较需要讨论。我们认为尽

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定义与不同记录中的教育精英群体及其社会历史

背景确有诸多不同，但本研究跨时空的可比性(至少是可探讨性) 更多

的是基于塑造中国教育精英群体的客观考试机制。不论是功名获得者

还是近现代大学生，其主体都是客观考试系统中的成功者，彼此间具有

类似的社会地位获得路径。与科举成功者可能获得的政治身份(各级

职官)和社会身份(士绅) 相比，近现代各类管理和专业技术职位对文

凭的客观要求(自民国时期开始，政府与社会中许多管理与专业技术

职位已经明确要求必须具备大学文凭，当代很多“白领”工作也对毕业

院校等级有要求)以及 1949 年以后计划体制时代大学生干部身份的赋

予与工作分配，使得大学生与科举成功者间有相似的身份获取的效果。
以此为依托，可以有限度地探讨与比较不同时期教育精英群体构成的

变迁及其与国家、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基于此研究设想，结合近年来笔

者日趋成熟的历史微观新数据积累和分析经验，笔者得以一窥近一个

半世纪以来中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的历史演变，并不

揣浅陋，探讨其中可能蕴含的对当下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二、不拘一格降人才:精英教育者家庭身份的变迁

综合晚清科举成功者以及民国和当代大学生的数据，1865 年以

来，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家长职业) 发生过多次显著变化，形成

了特点分明的四个阶段:1865 － 1905 年为第一个阶段，官员与科举成

功者子弟成为了教育精英的垄断者;1906 － 1952 年是第二个阶段，商

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群体，在教育精英的家

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1953 － 1993 年是第三个阶段，工农或无产者

子弟成为新的教育精英优势群体;1994 － 2014 年是第四个阶段，有产

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① 1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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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笔者观察，这一阶段获得教育精英身份的农民子弟很多还是来自农村相对有条件的家

庭，包括一定的经济条件和较高( 高中及以上) 的父母教育水平。



来，教育精英的家庭来源持续不断地转变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根本性

的影响。
第一阶段，帝制中国教育与科考成为个人、家族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或保持社会高阶层地位的关键。根据何炳棣的研究，明清教育精英的

来源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以进士为例，1371 － 1904 年，近 60% 的进士

来自获得过中等以上功名( 生员以上，不包括生员) 或官员身份的家

庭，近 12%来自前三代中只获得过生员但没有更高功名和官员身份的

家庭，但也有超过 30%来自前三代均未曾获得任何功名或官职的家庭

(Ho，1962:112 － 113)。① 换言之，明清时期约 1 /3 教育精英出身于非

教育精英家庭。科举制这种国家化、政治性的身份授予制度似乎符合

西方政治思想中的“精英主义”解说，即社会将“专业性的管理知识视

为非精英阶层都有的知识，一旦有人掌握了这些知识就可以进入精英

阶层”，是一个存在精英阶层自我更新和新旧精英更替的流动性社会

(王焱，2014)。
1865 － 1905 年，来自官员家庭或具有中、高等科举功名家庭的子

弟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并形成垄断，他们自身素质与掌控社会、应对世界

的能力也具体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演变，这也成为第一阶段中国教育精

英群体社会来源最显著的特征。19 世纪中晚期，在太平天国运动失

败、洋务运动开展之后，举人、进士来自官员和中、高功名家庭的比例从

60%上升到了 70%，加上来自低级功名家庭的子弟，其比例从近 70%
扩展到了 90%。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虽然各地团练纷起，以“武功”代

“文试”，捐纳大行其道，但都对此影响甚微。晚清新政后，随着科举废

止，新式教育得到引进和推广，一些并非出自传统科举或官员家庭的子

弟跻身其中，没有任何功名和官职家庭子弟的比例才有了提高。
第二阶段，即从废除科举后到 1952 年“院系调整”以前，教育精英

的社会来源出现了巨大转变，新兴的商人群体和专业职业技术人员子

弟占据了垄断地位。按国民政府教育部 1948 年的估算，晚清新学制建

立以来，中国本土共培养专科以上毕业生 26 万人左右，其中本科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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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针对有学者批评何炳棣的研究所依据的数据分布不够均衡影响结果可信度的问题，台湾

学者徐泓将何炳棣研究明代所依据的 22 科进士拓展到更精确、更广泛的 57 科，其结论

更加强化了何炳棣所提出的科举制下“官场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说法。参见徐泓在台

湾“中央研究院”所做的报告( http: / /mingching． sinica． edu． tw /Academic_Detail /285) 。



16 － 18 万人。① 通过全国多地档案馆的调研和系统输入，目前我们已

掌握了涵盖 21 所民国大学约 11 万人的个人信息。② 量化分析表明，

这些大学生的家长职业结构与传统时代相差很大，以商人及以金融人

士、律师、医生和教师等为主体的专业职业技术人员群体子弟代替了原

先的官员子弟，在教育精英中占有明显优势。

表 1 中国大学生的社会来源( 1906 －1952 年)

家长职业

大学类型

公立 私立 教会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总计

人数 百分比

军人 1119 2. 81 124 1. 19 93 . 84 1336 2. 18
公务人员 4883 12. 26 890 8. 53 1046 9. 47 6819 11. 12
农民 6466 16. 23 551 5. 28 231 2. 09 7248 11. 82
商人 13295 33. 37 3830 36. 69 6318 57. 2 23443 38. 23
办事人员 255 . 64 709 6. 79 90 . 81 1054 1. 72
专业人士 8950 22. 46 3493 33. 46 2604 23. 58 15047 24. 54
工人 920 2. 31 76 . 73 75 . 68 1071 1. 75
其他 3956 9. 93 766 7. 34 588 5. 32 5310 8. 66
总计 39844 100 10439 100 11045 100 61328 100

数据来源:以上数据来自民国 18 所高校，分别为公立高校中的国立暨南大学、上海商学

院、市立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

医学院、国立湖南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私立高校中的大同大学、朝阳学

院和中法大学，教会高校中的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之江大学和福建

协和大学。其中有 26200 个家长职业空白的学生样本已被剔除。

晚清民国教育精英既有来自传统精英家庭的，也有相当部分来自

新兴精英家庭。一方面，大量晚清官员和士绅由“政”转“商”，通过插

足商业、高利贷业和金融业寻找新的发财途径(白吉尔，1998:46)。周

锡瑞(Joseph W． Esherik)笔下的“叶家”，在太平天国时期因领导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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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官方统计，从晚清到1947 年全中国约有214011 名专科以上毕业生。按1947 年当年

毕业生人数推算，到 1949 年约有毕业生 26 万左右。1947 年统计中并没有各级高等教育

学生数，但当年全国各类大学有 55 所，各类独立学院 72 所，专科学校 77 所。考虑到只

有大学和独立学院毕业生才可授予学士学位，专科学校尽管规模较小，但大学和独立学

院中也有部分的专修生，推测从晚清到 1949 年共有本科毕业生 16 万 － 18 万人。参见国

民政府教育部，1948: 529 － 530、577 － 587。
现已完成的学校主要分布于北京、长沙、福州、广州、杭州与上海。目前，我们正在南京、
南昌等地输入相关高校数据，并计划前往昆明、南宁和兰州等地调研资料。今后一两年

内，这一数据库涵盖的高校会扩展到 25 所左右，涉及约 12 万大学生人次的学籍信息。



镇压农民运动，成功地从有一定经济资本但地位不高的商人、地主一跃

成为地方官员，并逐渐在科考中体现优势。清末新政前后，叶家又逐渐

由“政”转“商”，在保持财富积累的同时，叶家子弟逐步放弃科考而转

投新兴大学，力图在新时代继续保持社会精英的地位(周锡瑞，2014)。
这种从传统士绅到资本家的转变有一个较漫长且不明确的过程，他们

之间往往有一代人的间隔，其社会基础由此变得很复杂。另一方面，19
世纪末，买办作为晚清新兴社会最初和最重要的群体代表，因为掌握了

大量财富而成为受人尊敬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原来奴仆般的出

身却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白吉尔，1998:41、47)。买办子女是

最早大规模接受西式教育的，是早期的中国大学重要的学生来源，他们

的家庭显然并非上一个阶段的精英家庭。因此，民国的城市精英阶层

有着复杂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乡村，有学者认为科举废除和“西风东

渐”后社会基层中的精英或实际操控者也逐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随

着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都参与到各类商业经营中去，地方社会的主政

者基本转变为“东家、小股东及经纪人”，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中心”
“由秀才、举人及家族长的宅第，转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贷者所组成

的三位一体的商店之中”(罗志田，2006)。这一阶段中国教育精英在

社会来源上发生了本质性转变。
教育精英家长职业的结构性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对知识、学术和才

能的定义与价值取向转变的后果。随着传统科举的废除和西式教育体

系的建立(当然，最初的教育体系主要仿效的是西方体制在东方的改

进者———日本教育模式)，“西学”取代“中学”已成为精英教育不可逆

转的趋势。精英教育获得者的主要家庭状况也由此转向“西化”。商

人群体不仅大多集中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各类条约口岸城市，更亲身

参与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转变。职业技术人员不仅同样集中于类

似的城市，而且大多已经接受过较完备的西式教育( 徐小群，2007;朱

英、魏文享，2009;尹倩，2007)。因此，民国大学生的主体来自通商口

岸城市中的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家庭，家庭职业背景和地理分布都

比较集中。① 当然，由于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学校类型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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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考察民国上海地区大学发现，包括国立交通大学在内的上海诸大学的学生地区来

源都较为地区化或地方化。具体论述参见梁晨等待刊论文《“开放”大都市里的“封闭”
精英来源:民国上海地区大学学生社会来源量化研究，1913 － 1949》。



格的不同，各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也有自己的特点。
1949 年以后，随着院系调整、招生方式和考核标准的改变以及各

级教育的扩展，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结构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以往几

乎无法进入教育精英阶层的工农无产者子弟迅速成为教育精英最重要

的甚至主要的来源。根据一所国家级精英大学(北京大学)、一所地方

省级精英大学(苏州大学)1952 年以来全部本科生学籍卡所做的研究，

由于受“出身照顾”政策的影响，20 世纪 50、60 年代高校新生中工农无

产者子弟的比例迅速提高，很快在国家和地方两级都达到了垄断地位。
1978 年恢复高考并取消出身照顾政策后，工农无产者子弟依旧是大学

生的重要来源，在地方高校中的优势更明显(梁晨等，2013:96)。从工

农(体力劳动者)与非工农( 非体力劳动) 的比例来看，1953 － 1993 年，

中国高校中的工农子弟从 1952 年前几乎难觅踪迹到超越非工农，成为

绝对主力，再到“文革”后有所调整但仍是非常重要的精英来源，形成

了教育精英社会来源的全新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教育精英中的工农子弟几乎都来自前一个

时期的非教育精英家庭，是当时社会的中下层或底层，因此这一时期中

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转变是相当巨大的。这种转变的发生最初显然

与国家政策转变，即对原先社会中上层的打压和下层的扶植措施有密

切关系，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政治出身的考量从高考招生措

施中退出，官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在文化资本占有上更具优势的家庭子

弟比例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工农子弟在精英教育者中

占据相当份额的事实，苏州大学甚至几乎看不出转变。这一现象非常

值得关注和思考，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教育普及和客观考试的配合

对维持教育精英来源的多样性和活力颇为有效。
1993 年以后，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和高考招生制度的调整(如收

费制度的确立等)，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逐渐呈现出新特征，虽然工农

无产者依然占有一定比例，但有产者开始上升。1995 年以后高校普遍

扩招，在以北大为代表的国家级精英高校中，干部子弟、专业技术人员

等新时期的有产者子弟所占比例具有明显优势，是学生来源的主体。
工农等劳动群体子弟的比例与 80 年代相比有所下降，但至少在 2000
年以前还保持着超过 30% 的比例且较为稳定。在苏大这样的省级精

英高校，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非常有限，劳动阶层子弟与有产者子弟基本

实现了“等量齐观”( 梁晨等，2013:96)。劳动群体子弟的比例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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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下去，除了和客观考试制度相关外，可能也受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起出现的留学热潮的影响，但具体影响还有待研究。
从 2003 年起，教育部在维持统招统考制度主体地位的同时，开始

在一些重点大学试点“自主招生”制度。试点高校在招生时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跳出传统统招统考制度的限制，更为灵活地招收学生。考虑

到这一新制度的试验性质，教育部最初非常谨慎地将整个高校招生中

自主招生的比例控制在 5% 左右，但由于被视为新的教改方向，同时又

暗含着多种利益，中国的精英高校在随后几年里纷纷努力提升了自主

招生的比例，有的高校甚至达到了 1 /3 左右。这种新制度对具有文化

资本优势或有产者家庭子弟更为有利。以北大 2007、2008 两年的自主

招生为例，从最初的 20548 名申请者到简历筛检后剩下 5003 名笔试参

加者，再到笔试淘汰后剩下的 2189 名面试参加者，直到 1602 名最终录

取者，来自有产者家庭的子弟比例越来越高，几乎成为垄断者(Liu et
al． ，2014)。不管是人数占明显优势的来自北大赋予“校荐”资格学校

的学生，还是人数很少的自我申报者，最终能够“过关斩将”顺利通过

自主招生制度进入北大的学生，其家长来源都明显集中于行政管理与

专业技术人员(见图 1)。“自主招生”比例一再提高对教育精英中无

产者子弟的压缩效果相当明显。

数据来源:刘丽敏基于北大自主招生学生信息所做的数据库，更多数据分析结果

见 Liu et al． 2014。

图 1 北大两类自主招生学生家长的职业构成( 2007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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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很多职业群体的名称或许一样，

但具体内涵可能已经完全不同。如虽然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苏大的干

部子弟成了最有优势的群体，但与 80 年代以前干部多为各类各级政府

官员不同，这一时期干部主体已经变成了企业的各级管理者，并不一定

具备真正的政治身份( 梁晨等，2013:108)。显然，精英群体的内涵本

身也是处于变化过程中，这一阶段的优势群体有可能与前一阶段的家

庭来源并不一致，出现了新的转变，构成了新的阶段。
总的来说，21 世纪以来的中国精英教育呈现出不平等扩大的趋

势，但随着政策调整，其未来走向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比如对于自主

招生政策，随着学界与教育主管单位从解放高校自主权、招收特殊才能

者的追求中冷静下来以及自主招生相关问题的暴露，国家加强了对自

主招生的管理。自主招生名额比例再次被严格控制在 5% 以内，考试

被安排在统一高考之后( 新华网，2016)，大大限制了自主招生对大学

生社会来源的影响。随着国家在高考招生中推行“贫困地区专项计

划”，加之越来越多的精英大学开始采用直接名额分配的办法对贫困

地区、农村地区给予招生照顾，①相信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分布将会出

现变化，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家庭来源，尤其是对处于社会中下层的

工农子弟予以优惠，可能还需要谨慎观察。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坚持的相对客观的考试具

有开放性，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的教育精英群体。他们与地方性的精

英群体不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Campbell
＆ Lee，2011)。1865 － 1905 年，中国教育精英中超过 60% 是官员子

弟;到了 1906 － 1952 年间，超过 60%的教育精英已经换成了商人和专

业技术人员子弟;再到 1953 年 － 1993 年，超过 40%的教育精英是工农

无产者子弟;而到最近的 1993 － 2014 年，则有超过 50% 的教育精英是

新时代的有产者子弟。
中国教育精英的长期转变，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精英教育规模的扩

展，另一方面更牵涉到国家对“知识”的定义和教育内容的改变:从传

统儒家义理教育到西方的高等职业教育，再到以科学、各种工程科目为

主的教育以及当下的全球化教育;从民国初年对政治、社会治理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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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要求相关高校在民政部门认定的贫困地区直接给予一定的招生比

例，该地区学生的录取分数通常要比其他地区低不少。清华大学等高校还有农村计划。



需求再到抗战前商业化发展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需求;从抗战后，尤其是

1949 年后对国防建设人才的迫切需求到当下全球化人才的竞争，国家

对“知识”的定义一直处于转变之中，相应的获取知识的途径设置也一

直在转变，对不同群体学生的“学习”竞争形成了不同方向的影响，最

终造就了教育精英社会来源差异明显的四个阶段。
至少部分是因为考试标准、教育资源的获取和选择性录取过程的

转变，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在不可避免的重叠或

延续的同时，更多地出现了“新家庭”，呈现出新、旧精英不断交替的过

程。如民初商人、新知识群体的社会来源便与科举精英家庭存在着明

显差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无产阶级家庭与民国商人和知识技术

精英家庭几乎没有联系，当前尽管部分有产者家庭子弟是来自 1949 年

后受过教育的无产者精英的后代，但大部分并非如此。这种精英构成

的流动与代谢，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种本质，也是中国最终能

够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世界边缘成为世界中心的关键所在。

三、三十河东四十西:教育精英来源地的变迁

精英教育的选拔标准、考试内容等一旦发生变化，不仅对教育精英

的家庭来源有深刻影响，还会改变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传统中国的

统治阶层显然深谙此点之紧要，如宋代名臣司马光发现不善诗赋的北

方士子在科考中越来越落后于南方，于是提出“逐路取材”的原则，希

望宋英宗能纠正科举“重诗赋、轻经术”的考核标准，借以改变擅长经

术的北方士子科考中的式微状态。代表南方士子的欧阳修则不以为

然，起而争辩。随着神宗朝进士、明经两科合并，教育精英的南、北地理

来源有所平衡，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的科举

取材南北地域之争(刘海峰，1997)。
此后，“所贵国家科第，均及中外”的原则为历代统治阶层所接受。

自宋代到清代，南方地区虽然牢牢占据着中国文教中心的地位，但国家

科考取才仍会以地域为标准进行名额的划分。以最重要的进士而言，

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 的会试正式建立了南、北分卷录取的规定，北

方进士名额从此有了制度性保障。不久，南北卷又修改成南、北、中三

卷。所谓“中卷”主要包括边远的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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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这种“解额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康熙五十一年(1712)，为进

一步均衡进士名额在各省的分布，照顾边远和落后省份，清廷开始在会

试中采用“分省录取”制，最充分地体现了“逐路取人”的原则(李世瑜，

2013)。
在这种制度的作用下，清代官员的地理来源结构相对广泛和稳定，

结构性变动甚少(见图 2，详见任玉雪等，2016)。由于从生员到进士都

存在名额的地区分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各地都被纳入官员

考选体系，即便“各省文风高下互有不齐”，也要避免国家选拔取才时

出现“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远小省，或至一名不

中”的现象(李世瑜，2013)。这有利于维护科举考试在全国的广泛吸

引力，有利于保证国家精英的全国性来源，也使得清朝的官员来源地区

分布能长期兼顾到各个省份。

数据来源: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

图 2 清乾隆朝至宣统朝民人官员来源省份分布

同时，国家也无法全然忽视各地方在政治、经济和科教文化等方面

的水平差异，自华北以至华南的中国东部显然是精英最主要的来源地。
自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随着科举制废除及“西学”代替“中学”成必然

之势，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逐渐呈现出向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以上海

为中心的江浙与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三区域集中的趋势。穗港、沪宁

杭、京津及其周边地区因地理和传统的关系开风气早，接受西学、送子

弟出国留学的风潮领先全国。当国家取才标准和考试内容越来越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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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倾斜，教育精英就更加集中于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以上海为

中心的江浙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了(地图 1、2)。

地图 1 乾隆年间科举晋升官员的 地图 2 光绪末年科举晋升官员的

地理分布 地理分布

注:为方便理解，本文中的地图都是将历史材料中的地址直接投射到了当代行政区划

的底板上。地图图例均为百分比。在数据库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依据 ArcGIS 数据分类

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对数据进行分类，颜色随比例增加而加深。下同。

地图 3 国立中山大学学生 地图 4 国立交通大学学生

家庭地址分布 家庭地址分布

民国以后国家对精英教育系统的掌控程度有所降低。统一的考试

标准、内容和招考组织的缺乏，使得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呈现出与晚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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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5 国立清华大学学生 地图 6 民国上海地区高校学生

家庭地址分布 家庭地址分布

大不相同的局面。根据对民国大学生信息数据库的分析，除清华大学

之外，在民国各地高校中，不仅是私立、教会大学，即便是在大多数的国

立大学中，学生的地理来源都普遍地呈现出压倒性的区域化特征。如

地图 3、4 所展示的国立中山大学和国立交通大学，作为当时最知名的

国立高校中的两所，其学生的地理来源都高度集中于学校的驻地省区

及周边邻近地区，分布模式与清代的全国模式显著不同。限于篇幅，此

文不再罗列其他国立高校学生的地理分布，但数据涉及的国立暨南大

学、国立湖南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甚至更为集中。抗

战期间，由于大学内迁，许多大学里西部学生比例迅速提升，但其主体

仍旧来自大学驻地，这种模式的实质没有改变。
地图 5、6 的对比提醒我们，国家干预在精英招生中退出后，植根于

地方的大学在招生时自然存在的地域偏好或与转变的形成关系紧密。
清华大学由于经费源于庚子赔款，在建校之初，其名额便以各省承担赔

款之数为基础，再结合文教之强弱等予以分配。其形式与结果和科举

的解额制颇为类似。大学部建立后，清华虽不再按省分名额而是面向

全国招考(苏云峰，1996:224 － 225)，但全国性学生来源得以保持。有

学者认为民国真正的“全国性”高校可能只有北大、清华和燕京三所

(叶文心，2012:5)，从我们目前已经完成的各校数据和正在进行中的

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的初步数据看，此说法颇可信。大多数高校有

着强烈的驻地偏好。这与 1938 年之前民国从未有国家统一组织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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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生考试和教育精英名额的全国配置有关。比如上海的高校，不仅

招生考试大多只在上海本地举行，而且专业安排也多适应上海地区需

要，高校的影响所及区域也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加之上海

生活消费和学费高昂，学生便主要来自本地或周边省区。
1938 年以后，国民政府通过经济援助和统一抗战之宣传，逐渐将

行政权力渗透进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开始出现。① 考试由国民政府教

育部统一组织出题和批阅，同时在多地举行，如第一次考点包括重庆、
成都、桂林、昆明、蓝田、香港及上海等地。② 但由于统一招生实行的时

间很短，1941 年后就取消了。同时，此时的统一考试更多的是应付战

局，为广大撤退至后方的青年学生谋出路考虑，在各地学生名额分配上

尚无系统、全面的制度安排。因此，从现有数据看，20 世纪 40 年代高

校生源的地理来源模式变化不大。
1952 年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完成重建，新的大学统招统

考制度得以建立。与国民政府组织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不同，国家不

仅统一规制了全国学校的学习内容，还对各级学校进行分等并重新按

地区划分名额，更以行政手段明确了招生时依据家庭出身对工农子弟

等给予照顾，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 1952 年以后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

源模式出现了新转变，精英教育再次覆盖了全国范围的人口。
首先，大学因隶属机关的级别、性质等不同，招生范围也不同，或全

国招生，或侧重某些大行政区、省份，或被限定于省内招生。以北京大

学和苏州大学为例，北大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是国家级文理综合大学，

肩负着为国家及地方培养最精英人才的任务，其招生范围覆盖全国，按

省份划分名额。苏大由 1949 年后设在苏州的多所高校合并而成，这些

高校大多被定为地方院校，根据国家整体的发展规划和地方实际需要，

重点发展师范、医学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丝绸纺织工业等。这一设置决

定了苏大招生范围主要是江苏省内( 超过 90% )，兼及丝绸工业、核医

学等系统涉及的四川、甘肃等地，不具有北大那样的国家模式( 梁晨

等，2013:30 － 37)。
其次，至少在 20 世纪末以前，以北大为代表的精英教育的国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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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尽管号称是国立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但一些私立大学如上海大同等也参加了。同时，太

平洋战争爆发前躲进租界但仍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的上海高校也参加了。
《教育部关于统一招考高校学生及录取名册与各高等院校的来往文书》，编号: 五 － 5861
( 1)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式显然不同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清华的国家模式，其生源的省级名额配

比要均衡和稳定很多，大多数省级行政地区每一千个高中毕业生中能

有一个进入北大(地图 7)。而在前两个时期，尽管名额覆盖了全国，但

地区间的比例差别较大，甚至可谓悬殊。不过，这一时期也存在着首都

地区录取率非常高的现象。与前两个时期有数个生源地中心不同，这

一时期北京生源录取率达到了近 1. 5%，是京外的 10 倍左右，而天津、
吉林和浙江等相对较有竞争力的地区也仅在 2‰左右。

最后，依照苏州大学的数据，即便是未按地、市分配名额的省内招

生大学，此时的模式也与民国的地方性模式不同，即学校驻地尽管有优

势，但范围覆盖更全面，薄弱地区学生比例有了很大提高。1949 年以

前，苏大学生绝大部分来自于苏州，一少部分来自无锡、南京等地，苏北

几乎没有学生;1949 年以后，苏州学生比例已经在 20%以内，江北地区

的盐城、徐州、扬州和淮安等地从不见踪迹到占据 5% － 10% 的稳定比

例(梁晨等，2013:69 － 78)。随着招生方式、政策和标准等方面的系统

转变，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模式从国家到地方都发生了较为彻底的

转变。
最近 20 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大规模院系

扩招政策的出台以及近 10 年来以自主招生为标志的各种高招方式、方
法的改革，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再次出现了转变，1952 年以来的

较均衡的全国性模式出现了松动。刘丽敏分析了北京大学 2007、2008

地图 7 各省高中毕业生考入北大比例 地图 8 北大自主招生高中前 58 所

( 1987 －1999 年) 高中分布图( 2007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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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从最初申请到最终录取的全部自主招生参与同学的资料( 地图

8)，结果表明在新的招生制度下，很多地区过去相对均衡的名额比例

被打破了，一些地区正逐渐从北大原有的国家模式中弱化，甚至消失。
2007、2008 两年的自主招生中，58 所被北大确定为有“校荐”资格的高

中用去了超过一半的北大自主招生名额，但这些学校完全以北京为主，

黑龙江、湖南、辽宁和浙江各有 4 所，上海只有 1 所，江苏等地没有。此

后自主招生比例从最初的 5% 上升到了 30% 左右，若自主招生制度继

续推行，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模式显然要发生彻底改变。不过，2014
年后自主招生政策受到质疑，出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今后是否会出现

新的模式，还有待观察。
总而言之，自 1865 年以来，国家对精英内涵的定义不尽相同，对精

英招考的干预程度也不一，这不仅导致了每一阶段精英教育的招考内

容、选拔标准等差异很大，还深刻地形塑了教育精英的不同地理来源模

式，这也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本质的转型。

四、“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

多角度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教育精英

防止精英阶层固化、促进人才流动是保持社会活力的关键，而权

力、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却往往是阻碍流动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尽管

中国与西方社会背景大不相同，政治体制和文化历史大异其趣，但两者

“异中有同”，财富等不平等加剧是中西方社会面临的共同困境。法国

经济学家皮盖蒂的最新研究指出，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独有

特点，而且随着资本收益的增加速率超过工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将越

来越显著(Piketty，2014)。但不可否认，不断增长的财富、收入与机会

不平等也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挑战。然而，“同中

有异”的是，尽管面临相同的社会困境或难题，但至少这一个半世纪以

来双方教育精英来源的实际状况全然不同。
在中国教育精英经历上述四个阶段、不断改变社会来源主体并维

持多样性的同时，西方精英教育长期为财富所有者所垄断。从二战后

到今天，欧美主要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提高教育精英的流动性，

实现精英大学生源的多样化以促进社会活力，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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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欧美精英大学学生来源的同质性还得到了加

强(哈特曼，2011;Karabel，2006)。2009 年全美有超过半数的精英大学

学生来自于收入处于全国前 5% 的家庭，财富所有者子弟依然是教育

精英的主要来源(见图 3)。长期研究更指出，欧美主要国家的精英，尤

其是教育精英，数百年来的社会来源一直非常稳定，基本为少数富裕家

庭、特别精英的中学与特定的学区所垄断，几乎没有转变，呈现出固化

的态势。精英的同质化和流动性匮乏也被认为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

源(Pryor et al． ，2010)。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教育精英群体的历史

发展路径和社会来源构成与西方很不一样，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与多元

性，相对开放的精英教育体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

数据来源:The American Freshman National Norms Fall 2009 (http: / /www． heri． ucla．
edu /PDFs /pubs /TFS /Norms /Monographs /TheAmericanFreshman2009． pdf)。

图 3 2009 年美国大学生的家庭收入分布

背景与效果的“异”与“同”背后蕴含着深刻和关键的制度因素和

社会影响。中国通过客观考试确立的贤能统治体系与西方截然不同，

使教育精英的社会转型得以实现重复变革。① 科举制建立以来，以客

观考试选拔官员的“贤能统治”制度得以确立，逐渐成为全社会普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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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贤能治理一直是中国传统儒家的重要思想，也逐渐成为政治运作中的指导思想，如唐朝

名相魏征言“致安之本，唯在得人”，而用人则要“唯才是举。苟或不才，虽亲不用”，以客

观选拔考试为核心的科举也由此在隋唐之际被确立为重要的国家人才选拔制度。一般

认为，由宋元而入明清，中国科举制达到了高度发达。但有研究指出，明太祖朱元璋统治

早期实际上是在反复比较过科举考试与考察推荐制的优劣后，才确认以科举取士为“永

制”的( 参见李兵、李占伦，2015: 285 － 296 ) 。由此可见科举制确立的不易及其整合国

家、社会的重要作用。



受的价值传统和行为指导。余英时认为，“中国的行政官员，自汉代

始，即由全国各地选拔而来，并以德行和知识为绝对的标准，这是世界

文化史上仅见之例”(余英时，2006:12)。在其他前近代的社会中，政

治权力无不由一特殊阶级把持，施治者所凭借的或是武力，或是身份，

或是财富，而中国的“士”阶层则与农、工、商同属平民。
尽管从近 150 年教育精英来源转变的表象看，向西方学习而引发

的国家对“知识”定义和人才标准的转移似乎是促进教育精英来源不

断变化的原因，但根本上，很可能是传统因素在近代化条件下的异变，

它使得中国实际上一直在一条与西方不尽相同、颇有自我特点和作为

的历史道路上前进，在开展中西比较和交流研究时应对此特别关注。
在西方，客观考试下的贤能统治的机制较新且影响有限，长期以来社会

精英身份遗传性强、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精英来源的结构性转型更加困

难，若非通过大规模吸纳人才移民等其他机制，社会活力必然有限。而

中国在近代以来虽然主流知识体系和教育内容基本按照西方标准进行

了改造，但客观考试和强调“贤能统治”的体制却得以保留下来。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精英尤其是教育精英群体发生了空

前转变，不仅规模迅猛扩张，而且社会和地理来源格外多样，其所带来

的社会活力是中国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进程并保持社会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五、余 论

上述大规模微观数据分析表明，近 150 年中国教育精英的家庭职

业背景和地理分布存在着差异明显的四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1865 － 1905 年，最显著的特征是教育精英基本由全国性的官员或中高

级士绅子弟构成( ＞ 70% );第二个阶段为科举废除后的 1906 － 1952
年，此 期 中 国 教 育 精 英 转 为 以 地 方 性 专 业 人 士 和 商 人 子 弟 为 主

( ＞ 60% )，且集中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第三个阶段为院系调

整后的 1953 － 1993 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

重要来源 (≥40% )，这 是 历 史 上 从 未 有 过 的 现 象; 第 四 个 阶 段 是

1994 － 2014 年，随着各地有产家庭的迅速增加，其子弟通过重点高中

成规模地进入了精英大学，成为教育精英的主体( ＞ 50% )。不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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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起，由于以自主招生为代表的新招生制度受到质疑和限制，国

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随之展开，今后中国很可能还会出现第五次教

育精英来源模式的调整和新的社会转型。
精英群体社会和地理来源的转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暴力革命、民

族征服和大规模人口迁徙是传统社会转型和社会精英来源转变的主要

模式。但是，中国近一个半世纪教育精英的转变与社会转型的时序关

系颇为有趣。第一次转变是晚清新政而不是辛亥革命，第二次转变发

生于 1952 年院系调整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近 20 年来的第

三次转变并没有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更迭，跳出了传统模式。新精英群

体的出现并没有替代旧精英，而是彼此共生。尽管本文重在分享基于

长时段微观数据的新发现而非因果推论，但这些具体时序关系或能帮

助学界进一步识别教育精英来源转变与革命或变革的关系。
不可否认，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建立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与政权需

求之基础上的。“教育什么”和“教育谁”往往都不是由教育本身所决

定的。科考传统不仅有“科”，还有“考”。如果说分科方式与知识体系

更多的是政权和社会发展规训的产物，其客观考试形式则历经不同的

社会、政权与经济环境而得以保持。实际上，传统中国能实现“君子之

泽，三世而斩”的关键可能恰恰在于“考”而非“科”。这既反映了中国

教育体制一定的独立性，也反映了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群体交流的长期

需求和传统，并结合社会和经济转变成为了中国教育精英来源多样和

多变的重要原因。
教育精英不同于其他社会精英的特质对保持社会活力和文化传承

有重要作用，为理解中华文明延续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

可能。政治或财富精英所具备的是更容易直接代际传递的社会和财富

资本，而教育精英所拥有的则主要是文化和人力资本，无法直接继承，

相对更依赖个人努力和积累。因此，教育精英群体的转变往往包含了

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进取性的培养和投资。新兴教育精英群体的形成对

社会同样也有可能延续多代的意义。此外，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

来源与各级学校体系紧密关联，而近代学校广泛的地理分布和国家系

统教育体系使教育精英的流动和影响覆盖了更广的地域和人口。同

时，教育精英比其他精英更认可知识对社会的改造和促进，更重视平衡

社会道德责任水平与物质增长的关系。如果说政治精英以获取、掌握

权力为基础，财富精英则以控制、垄断财富为目标，那么教育精英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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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应用知识为惯习，彼此依据的资本的不同，对社会发展和行为规

范的影响就颇有差异。
当下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全球“知识经

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教育精英特质对社会的影响大为加强。从这个角

度讲，深入考察中国教育精英之特点连续演变的现象，分析思考其原因

和效果，不仅对理解和应对社会等不平等问题、保持社会长期稳健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可以为全球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重要

的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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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y can contribute to the Chinese sociology and agricultural sociology at a global
scale through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disciplines，as well as taking an active role in
shaping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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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last thirty years，Western scholars from Bourdieu (1989 /1998) to
Karabel(2006) have gone to great length to document how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elites monopolize elite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contrast， a system of elite examinations admits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This paper uses a Big Historical Dataset that includes most imperial
degree holders，the majority of Ｒepublican university students，and al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selected elite PＲC universities to document how alterations in the
examination system during the last 150 years have changed the social origi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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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 2003，and 2004 － 2014.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while elite higher education
largely reproduces social and economic elites elsewhere in the world，in China the elite
higher education is more independent and in fact produces new elites who contribute to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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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upon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data of an undisclosed
province in an undisclosed year，this research uses the method of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to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education
inequality among geographical areas． It finds that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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